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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往关于政府扶持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的研究结论存在分歧,原因之一是相关企

业在获得政府扶持之后采取的策略存在差异,进而影响对技术创新的资源配置,导致其后续

的创新效益也存在不同。在拓展政府扶持对探索式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并提出其存在 S 形

影响曲线的基础上,比较了政府扶持激励效应的所有制和组织形式异质性。研究发现:针对

非国有企业和集团企业,政府扶持规模对企业探索式技术创新存在 S 形影响效应;而对于国

有企业和非集团企业而言,政府扶持规模则对企业探索式技术创新存在正向线性影响。研究

结果不仅明晰了政府扶持对技术创新的复杂影响机制,而且进一步明确了政府扶持激励效

应的边界条件,为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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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创新是支撑国家整体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和重要基础,通常通过技术创新展现出来 [1-2] 。企业作为

实现技术创新的重要组织,是落实国家创新战略的微观经济主体,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的中国正

处于市场转型的关键阶段中,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健全,单单依靠市场力量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尤
其是开展高成本和高风险的探索式技术创新,尚且存在较大的困难。为此,需要借助政府力量帮助优

秀企业获得优质资源来破解技术创新的瓶颈,做到“扶上马、送一程”的扶持。尤其是技术创新具有公

共产品的属性,这种外部性会导致市场失灵,也更需要政府相关政策的扶持 [3] 。作为企业研发资金的

外部来源之一,政府扶持会通过资金补助的形式参与企业的研发过程,从而降低企业技术研发的不确

定性 [4] 。当前的政府扶持存在多种方式,比如财政补贴、税收返还、财政贴息和无偿划拨非货币性资产



等 [5] ,例如,国务院2006年实施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就提出

两种政府扶持策略,包括研发补助和税率优惠。然而对企业而言一般都会面临现金流紧张的局面,更
期望在技术创新初期就得到相应的支持和补助,财政补贴等“前端”扶持相对于税收返还的“后端”扶

持,更能让企业直接获得大量的现金流以降低风险和成本,可以更大程度、更快速地解决企业技术创

新面临的资金短缺问题,提升开展技术创新的意愿和研发产出 [6] ,也更容易得到企业认可。因此,本文

的政府扶持特指研发补助,即政府在特定时期对特定企业或企业特定项目进行特定数额的资金补助,
聚焦探讨以资金形式进行直接补助等“前端”扶持方式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现实影响。需要注意的是,政
府扶持与一般社会投资基金存在显著差异,更多的是考虑社会效益,而不是简单地考虑经济回报,其
首要目的是尽可能地运用和调动各种市场手段,将有限的资源更多投向基础前沿科技产业等关系国

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尤其是一些具有关键技术的核心细分行业,努力促进

我国制造业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以及提升产业链的整体能力。
然而,当企业获得政府扶持后,到底会对技术创新带来怎样的影响?目前,学界尚没有一致的答

案,争论主要集中在政府扶持是具有促进效应还是挤出效应上。一些学者认为,政府扶持可以直接增

加企业的研发投入,对技术创新具有促进效应 [7] 。例如,源于政府的资金可以补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的部分机会成本,进而产生“成本缩减效应”,减少其所需研发成本,从而激励企业进一步加大研发力

度,包括开展那些原本并不会投入的后备创新项目 [8]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政府扶持给企业技术创新

带来激励扭曲,进而出现挤出效应。例如,政府扶持主要是鼓励企业从事符合政府扶持需求的技术创

新项目,可能忽略其他更有价值的市场项目 [9] ,容易导致企业的研发资源出现错配,不利于提升企业

技术能力。后续还有学者提出存在倒 U 形和正 U 形的曲线关系,认为促进作用和挤出作用是共存

的 [10] ,但到底是政府扶持先带来促进效应后带来挤出效应,还是反之,仍然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使
得对于政府扶持的作用机制和效应仍不清晰。除此之外,政府扶持的激励效应还存在异质性,即政府

扶持对不同类型企业的作用效果可能会存在差异,那么政府扶持在企业异质性中的激励效应到底存

在什么样的差异性?这将直接决定政府扶持的对象选择依据(或标准)以及后续可能的效果等。基于

此,在本文的研究中,重点探讨“政府扶持规模对不同性质企业的探索式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及其效

应”。对于此关键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为政府决策者提供参考,同时也有助于企业管理者合理规划

政府的扶持资金,对提高企业技术创新和增强国家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二、 理论基础

政府扶持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在目前的学界并没有统一定论,学者们的观点大致可以分

为促进作用和挤出作用两类。在现有的文献中,大部分学者认为政府扶持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积极促

进作用 [11-13] ,其原因在于:第一,公共基金和私人基金之间具有互补促进效应。公共基金和私人基金的

性质有所不同,政府扶持作为一种公共基金,向企业(私人基金)投资时,两者可以在创新项目上发挥

出互补叠加的投资效果。技术创新是一种具有非竞争性和排他性的公共品,使得企业进行研发所提供

的技术创新水平往往低于社会最优水平,政府扶持可以通过补充企业的研发投入来补偿企业由于市

场失灵造成的创新资金短缺,进一步提升企业技术创新并增加产出 [14] 。第二,政府扶持具有一定的信

号传递效应。由于企业技术创新具有外部性和风险性特征,投入产出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失败概率也

较大,金融机构往往不愿意给企业贷款。政府扶持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向金融机构传递了积极的信

号,获得扶持的企业可以看作取得“认证”,可以帮助企业提升获取外部信贷的能力,有助于获得技术

创新所需的研发资金。第三,政府扶持可以帮助企业降低研发成本。政府扶持通过对企业招募的劳动

58第 1 期 赵全厚,周学腾:政府扶持对企业探索式技术创新的影响 　



力在行业间进行重新分配,接受扶持的企业有更多的资金雇用研发人员,不仅可以降低企业的研发成

本,而且也缩小了企业从事研发的私人收益和社会福利之间的差距,提高了技术创新活动的回报率,
进而提升了企业的创新产出 [15] 。

另一些学者则对此持有不同观点,认为公共基金与私人基金之间不一定只是互补效应,还可能存

在替代效应,即公共基金的增加可能会替代部分或全部的私人基金的投资,进而产生挤出效应。其原

因在于:第一,由于技术存在外溢性和正外部性的特征 [16] ,政府只会对特定的企业进行扶持。虽然获

得扶持的企业会增加研发投入,但是由于技术溢出,也可能会导致其他企业出现“搭便车”行为,使得

在整体上,政府扶持存在挤出创新投入的情形。第二,政府扶持提高企业的研发要素成本,政府扶持会

增加对创新项目所需投入要素的需求,进而导致这些要素的价格上升,使得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的成本

进一步增加,最终企业会减少研发资金的投入。第三,政府扶持对研发激励带来扭曲,获得政府扶持的

企业同行会选择继续开展受资助的技术创新项目,而不是再用企业的私人资金进行研发投入。第四,
由于信息不对称,企业可以向政府发送虚假技术创新信号以此满足政府的补贴要求,从而产生逆向选

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17] ,使得整个创新环境遭到严重冲击而产生负面影响。
鉴于以上研究分歧,后续有学者试图整合以上两种不同的观点,并引入时间维度,认为政府扶持

可能先起到促进作用后起到挤出作用,呈倒 U 形曲线,或者相反,呈正 U 形曲线。随之,从两阶段的过

程视角将两种相反的作用同时包括进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理论观点上的冲突。例如,周京奎等 [18]

认为,政府扶持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存在倒 U 形关系,即适度的政府扶持会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水

平,但是超过一定规模的政府扶持会让企业过度依赖政府扶持这种“低成本”的营业外收入,从而降低

了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和核心竞争力。蓝图等 [19] 则认为,政府扶持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正 U 形关

系,即从信号视角而言,政府扶持在较小规模时所释放的积极信号较弱,当政府扶持达到一定规模后,
积极信号会逐步增强以吸收更多外部投资投入有效的技术创新活动,从而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同样,
还有研究提出不同时期的政府补贴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是存在差异的。例如在经济紧缩期和扩张

期,研发补贴都能够促进企业专利数量的增加,但是在经济紧缩期的研发补贴转化为专利的数量明显

下降,对专利质量的提升作用却明显增强 [20] ,这也进一步表明不同时间点上政府扶持对技术创新会

产生不同的效果。
本文认为,导致目前理论和实证结果不一致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现有文献只注意到政府扶

持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倒 U 形或正 U 形关系,进而将其割裂开来进行分析,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将其整

合起来进行考虑。为此,本文尝试提出政府扶持对技术创新影响的三阶段 S 形曲线,以融合之前不一

致的研究结论。其二,政府扶持的激励效应在异质性企业中可能存在不同作用效果。例如,在新兴市场

国家中较为突出的企业类型是国有企业和集团企业 [21] ,它们在制度不完备的环境中进行竞争和发展

时,在应对制度缺失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另外,之所以关注这两种类型的企业,还因为政府扶持激励

效应的发挥,受到企业内部资源获取机制和共享机制的制约,国有企业通常可以有更多途径获得技术

创新所需的资源,而集团企业则通常具有较好的资源共享渠道,这影响到从政府获得扶持之后的资源

在企业内部的转化和应用效果。针对以上研究缺口,本文聚焦当前企业急需的原创性创新———探索式

技术创新,重点探讨在以国有企业和集团企业为特征的异质性企业中,政府扶持规模对企业探索式技

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和效果。本文提出的 S 形曲线关系是由三个阶段的线性或准线性关系所组成,其中

如果某个阶段政府扶持的收益小于成本,即净收益为负,则该阶段处于曲线的下降态势,反之则处于

上升态势。与此同时,本文将政府扶持规模对探索式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收益分为两类:资金补偿效应

(政府扶持为企业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弥补了企业研发资金的缺乏,增加了创新投入)和偏好扭转效应

(政府扶持为企业分担研发风险,激励企业敢于从事高风险的技术创新)。政府扶持的成本也划分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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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资金错配成本(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的资源配置可能是低效的,企业也可能忽略其他更有价值的

创新项目,从而带来机会损失)和企业寻租成本(企业为了持续获得政府扶持带来的便利,往往会进行

一系列非生产性活动,如寻租)。根据以上两类收益和成本,本文在后续的假设推演和机制分析中,主
要论证三个阶段不同的收益和成本动态变化的原因,以及最终产生的净收益曲线和曲线形状。

三、 假设提出

(一) 政府扶持规模对探索式技术创新影响效应的所有制异质性

根据前述分析,政府扶持对技术创新影响存在三个连续的动态阶段过程。其中,国有企业和非国

有企业由于政府扶持规模所产生的两类收益和两类成本的动态变化对企业探索式技术创新的影响效

应存在显著的差异。在第一阶段,由于扶持规模相对较小,从资金补偿效应来看,相比于国有企业,政
府扶持在非国有企业中的资金补偿效应更加明显。这是因为国有企业具有垄断性和政策性优势,更容

易从资本市场或金融机构获取所需的财务资源 [22] ,而非国有企业从上述渠道获得资金的成本相对更

高 [23] 。因此,作为外部资金的补给,政府扶持给非国有企业的探索式技术创新带来的边际作用更大。
就偏好扭转效应而言,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由于本身的垄断性资源相对更少,政府资金的投

入是其分担创新成本和分散创新风险的重要途径,因此非国有企业获得政府扶持后的风险偏好扭转

效应更加明显,边际收益也会相应更高。从寻租成本来看,由于国有企业的产权特殊性,其与政府官员

的政治联结更为密切,寻租行为在国有企业中相对更多 [24] ,政府扶持则为国有企业提供了新的寻租

途径,导致国有企业的寻租成本更高。相比之下,非国有企业寻租条件相对不便,政府扶持所带来的寻

租成本对其探索式技术创新的负面影响更小;就资源错配成本而言,国有企业管理者为了获得更“漂

亮”的政治履历,可能会将从政府获得的扶持分配到相对“短平快”的创新项目中去,而非长期才能带

来效益的探索式技术创新项目,从而使得资源错配成本更高。相比之下,非国有企业在创新资源的分

配上较少受到政治因素的干预,更多从经济效益角度来进行资源分配,因此非国有企业的政府扶持的

资源错配成本相对更低。综上所述,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政府扶持在非国有企业的资金补偿收益和

偏好扭转收益更多,而寻租成本和资源错配成本相对更低,总收益大于总成本,使得非国有企业的净

收益曲线整体呈现上升态势。
到了第二阶段,随着政府扶持规模的扩大,企业内部通常会产生一定的冗余资源,国有企业的管

理者往往是经过选派委任机制产生,公司治理机制和决策过程更多体现出一定的合规性和政策性(例
如党组织治理、高管薪酬隐性管制等) [25]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管理者的自利和短视行为,政府

扶持产生的冗余资源在国有企业中对资金补偿收益的损害相对较小。非国有企业的市场化程度更高,
公司治理机制的约束性也更弱,这样投资的自主性和随意性相对更高。因此管理者在作出决策时,更
容易产生自利行为 [25] ,例如它们可能会将从政府获得的扶持用于实现私人利益的项目中,从而对政

府扶持带来的资金补偿收益的损害更大。从偏好扭转效应来看,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非国有企业由

于缺乏政府庇护 [26] ,往往面临着较大的生存压力,当它们获得更多的政府扶持并具有一定的冗余资

源时,即弥补了技术创新的资金缺口之后,迫于市场竞争压力可能会将冗余资源优先投资于短期见效

快的研发项目,对于收益不确定的探索式技术创新的投资意愿可能会逐步下降。从寻租成本来看,非
国有企业由于企业管理者的逐利性更强,主要以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的主要目标,不像国有企业还要

同时兼顾政治目标。因此,当非国有企业拥有更多政府扶持时,在满足基本创新需求的条件下,可能会

将冗余资源用于构建同政府的良好关系,以维持其获得的扶持规模,或者通过寻租来提升政治地位以

确保其获得经济利益的可持续性。这样,非国有企业由于没有国有企业的政治地位和政策便利性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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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支付更多的寻租成本。从资源错配成本来看,非国有企业由于缺乏完善的治理机制的约束,当政

府扶持的规模超过企业研发资金需求时,管理者可能会将额外的资源用于追求私利上,这样政府扶持

所带来的冗余资源被错配的成本更高,持续的政府扶持可能逐步替代企业正常研发支出,导致企业正

常研发被挤出。综上所述,在第二阶段,随着政府扶持规模的扩大,非国有企业中政府扶持所带来的寻

租成本和资源错配成本超过资金补偿收益和偏好扭转收益,总成本大于总收益,从而非国有企业的净

收益曲线整体呈下降态势。
在第三阶段,随着政府扶持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所产生的冗余资源会进一步增多,如何配置额外

的冗余资源,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也会存在一定差异。国有企业管理者的自主权相对较小,战略决

策相对稳健和保守,组织惯例调整上存在更强的刚性,从而对冗余资源的依赖性更强,导致政府扶持

带来的冗余资源负面效应在国有企业中更加突出。与此相反,非国有企业由于处于高竞争性的环境

中,具有高灵活性和快速反应的优势,组织变革与制度创新的优势相对更强。因此,管理者能够快速调

整战略企业行为来削弱政府扶持带来的资源冗余产生的负面作用,引导资源投向企业探索式技术创

新活动。此外,更大规模的政府扶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补偿探索式技术创新所伴随的创新失败后的损

失,非国有企业更可能通过扬弃式的学习行为,逐渐调整与纠正企业战略决策中的短视情况,将更多

的资源投入对公司发展更具战略意义的探索式技术创新中。从寻租成本来看,非国有企业的寻租成本

相对较高,而当寻租成本超过企业的支付能力时,会降低其寻租动机。此外,寻租给企业带来的收益从

长期而言是有限的,当它们通过政府扶持掌握一定的核心技术后,会逐步增加生产性投资而减少非生

产性投资,回归到市场竞争力培育上。为了培育核心能力,非国有企业在自主技术创新中的投资相应

增加,这样非国有企业的寻租行为会逐渐减少,寻租成本也会更低,资源错配成本也相对更低。在一些

实证研究中也发现,非国有企业往往更能够发挥政府扶持的效用,将资源分配到创新活动中去,并最

终转化为企业质量和价值的提高 [27] 。与此相比,国有企业出于寻租更为便利,将资源投入非生产性活

动中的寻租行为在国有企业相对更多,因此寻租成本在这个阶段一般高于非国有企业。此外,国有企

业由于代理关系、垄断优势、政企联系等原因,无法有效发挥政府扶持的“杠杆”作用,导致国有企业研

发投入被挤出较多,从而国有企业的资源错配成本也相对更高。综上,在第三阶段,非国有企业中政府

扶持所带来的资金补偿收益和偏好扭转收益超过寻租成本和资源错配成本,总成本小于总收益,从而

非国有企业的净收益曲线整体呈上升态势。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在非国有企业中,政府扶持规模与企业探索式技术创新之间存在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 S

形曲线。

(二) 政府扶持规模对探索式技术创新影响效应的集团性质异质性

在第一阶段,从资金补偿效应来看,企业集团作为一种利用内部市场取代外部交易的组织,通过

股权(或家族关系)将多个经济单位纳入同一主体 [28] ,相当于构建了一个内部资本市场。集团内的成

员企业可以通过相互借贷实现较低成本的资金融通,缓解了融资约束压力 [29] 。同时,集团企业能够实

现内部资本市场的“活钱效应”,降低了企业融资的时间和信息成本。然而非集团企业则不具有集团内

部关联所带来的融资途径方面的优势,因此当集团企业获得政府扶持之后,可以利用内部市场的优势

更加高效地对这些资金进行配置。就偏好扭转效应而言,企业集团通过企业间的联合可以整合成员企

业所控制的资源,取得资源优势和规模效应 [30] ,集团能够利用内部资本市场为相关企业提供有效的

资源支持。当集团企业获得政府扶持时,比非集团企业有更强的风险承担能力,故而有更强的动机从

事探索式技术创新。集团企业凭借自身的规模优势更容易与政府建立关联,比非集团企业更容易产生

寻租行为。但是由于这个阶段政府扶持的规模相对较小,寻租成本也相对较低。从资金错配成本来看,
由于集团企业通常对企业资源进行集中配置,因此集团内部可能面临更高的资源错配风险,在信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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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称、分配标准不明晰的情况下,企业内部往往会出现交叉补贴的现象 [31] ,即对效益较好的部门或子

公司过度投资,对效益较差的部门或子公司投资不足,从而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当获得政府

扶持后,集团企业比非集团企业面临更高的资源错配成本。综上,在第一阶段,政府扶持的资金补偿收

益和偏好扭转收益大于寻租成本和资源错配成本,总收益大于总成本,从而净收益曲线表现为向上的

态势。
在第二阶段,随着政府扶持规模的扩大,企业将形成资源冗余,而集团企业内部资本市场往往涉

及多个法人实体,信息不对称更为突出,资金的管理和利益协调成本上升,这将造成内部摩擦和效率

损失,从而削弱了政府扶持的资金补偿作用。而非集团企业由于自身结构更加精简和更具灵活性,将
会更加有效地发挥政府扶持资金的效用。此外,对于集团企业来说,其内部成员相互间的依赖性高,在
管理模式和行为逻辑的改变上更为困难,甚至在协作行为上形成互锁( lock-in) [32] ,导致组织惯例和战

略决策的变革成本更高。与此相比,非集团企业由于没有复杂的企业内部关系约束,在战略决策、行为

模式的调整上更具灵活性,因此政府扶持在此阶段对集团企业的激励作用变小。从寻租成本来看,对
于企业集团来说,由于其关联方众多,随着政府扶持规模的扩大,其内部的资源积累大幅增加,关联方

的资金占用问题开始凸显。综上,在第二阶段,政府扶持的资金补偿收益和偏好扭转收益小于寻租成

本和资源错配成本,总成本大于总收益,从而净收益曲线表现为向下的态势。
到了第三阶段,随着政府扶持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冗余资源进一步增多,当集团企业的效率损失

和协调问题影响到集团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时,往往会通过战略变革来适应新的环境。当集团企业进行

战略变革时,充足的资源是进行战略变革的信心,将资源冗余转化为资源红利,为探索式技术创新提

供资源基础。非集团企业本身的协调成本和代理成本相对较低,因此这一阶段资金补偿效应和偏好扭

转效应变化不太明显。从寻租成本来看,这一阶段探索式技术创新开始产生一定的效益,长期来看,集
团企业逐渐依靠技术创新获得生产性收益而减少从寻租所获得的非生产性收益,从而寻租行为也将

减少,寻租成本降低。此外,资源错配产生的成本也会下降,这是因为集团企业经过战略调整与组织变

革,信息沟通的渠道逐步优化,协作机制也不断完善,集团企业内部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资

源交叉错配的效率损失得到控制,从而资源错配的问题也逐步解决。综上,在第三阶段,政府扶持的资

金补偿收益和偏好扭转收益又大于寻租成本和资源错配成本,总收益大于总成本,从而净收益曲线表

现为向上的态势。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在集团企业中,政府扶持规模与企业探索式技术创新之间存在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 S

形曲线关系。

四、 数据收集与计量分析

(一) 数据收集与变量测量

本文选取2000—2015年深沪证券市场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之所以选择制造业,是因

为随着中国进入信息化时代,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水平不断提升。而且,相对于其他行业,制造业的技术

创新更具有代表性。选择2000年作为开始时间,是因为2000年以来各类数据库开始不断完善,数据可

获取程度更高。关于数据来源,为确保变量统计口径一致,本文所涉及数据,如公司年龄、公司规模、所
有制、政府扶持、申请专利及相关财务指标等,均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CSMAR),个别缺失的数据从

年报中进行补充。在删除 ST 公司以及缺失大的样本之后,最终得到999个样本公司。本文核心变量的

测量方法如下:
探索式技术创新:这是创新幅度较大、革新程度较高的技术创新,以满足新市场需求为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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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探索式技术创新的测量,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采取主观问卷收集的方式;第二种是采取文

本分析的方法提取技术创新相关的词汇,进而通过对创新程度进行评分的方式来测量;第三种是采取

专利数据。由于本文采取的是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问卷调查不太可行,而文本分析方法对于字段的

选取比较敏感且评分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因此,近年来以上市公司为样本的研究通常采取专利数据来

测量技术创新 [33] 。相对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而言,发明专利的技术含量更高,创新程度更大,知识

整合度更广,市场开拓性更新 [34] ,遵循现有文献的测量方法 [33-34] ,本文以企业的发明专利申请数量来

测量企业的探索式技术创新水平。
政府扶持规模:按照现有文献中的做法 [15] ,本文以企业获得的政府的财政补贴金额来测量当年

的政府扶持规模。①

国有企业:该变量是虚拟变量,本文将国有企业赋值为1,非国有企业赋值为0。
集团企业:以企业是否隶属于某集团作为判断标准,如果样本企业隶属于集团企业,则赋值为1,

否则为0。
同时,本文还控制了其他一些影响探索式技术创新的控制变量,具体变量名称和测量方法详见

表1。

表1　 控制变量的测量方法

变量名称 测量方法及单位

企业年龄 以企业成立年限来测量(单位:年)

企业规模 以企业总员工数量来测量(单位:个)

先前绩效 以企业前一年的总资产回报率来衡量(单位:% )

财务杠杆率 以企业的总负债除以总资产来测量(单位:% )

员工薪酬 以企业应支付员工薪酬来衡量(单位:十亿元)

股权集中度 以前五大股东所持股份占总股份的比例来衡量(单位:% )

总经理两职合一 将董事长和总经理由1人担任的企业赋值为1,否则为0

总经理年龄 以总经理的自然年龄来测量(单位:年)

董事会独立性 以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总人数的比例来衡量(单位:% )

高管团队规模 以高管团队人数来测量(单位:人)

(二) 假设检验

本文的因变量探索式技术创新属于计数模型,采用泊松回归更为合适。但是,当标准差明显大于

均值,数据呈现“过度分散”特征时,泊松回归的效率便会降低,这时候常用负二项回归来解决“过度分

散”问题。从表2可以看出,本文中的因变量标准差(24. 203)明显大于均值(13. 897),出现“过度分散”
问题,因此使用负二项面板回归模型对政府扶持规模与企业探索式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

验。政府扶持规模与企业探索式技术创新之间可能存在逆向因果关系,因为探索式技术创新水平高的

企业可能更容易受到政府的关注进而获得政府的扶持,也就是企业探索式技术创新水平也会反过来

影响政府扶持的规模。为了降低这种内生性的影响,在基准模型中,本文的所有自变量滞后因变量一

期后再进行回归分析。当然,内生性问题还可能来自测量误差和遗漏变量,后续分析中将采取双重差

分法来进一步检验和解决本文所涉及的内生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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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描述性统计表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企业年龄 9. 979 5. 876 0. 000 34. 000

企业规模( log) 7. 707 1. 064 4. 605 12. 087

国有企业 0. 379 0. 485 0. 000 1. 000

集团企业 0. 691 0. 462 0. 000 1. 000

先前绩效 4. 606 5. 107 - 4. 829 14. 382

财务杠杆率 48. 222 18. 358 14. 465 81. 084

员工薪酬 0. 051 0. 184 - 0. 017 5. 938

股权集中度 0. 204 0. 150 0. 003 1. 000

总经理两职合一 0. 198 0. 399 0. 000 1. 000

总经理年龄 46. 849 6. 759 24. 000 78. 000

董事会独立性 0. 358 0. 162 0. 118 4. 000

高管团队规模( log) 1. 771 0. 372 0. 000 3. 807

政府扶持规模 38. 645 123. 393 0. 000 2700. 000

探索式技术创新 13. 897 24. 203 1. 000 107. 000

如表3所示,本文首先将控制变量放入回归模型,随后加入自变量、自变量平方项及自变量立方

项。表3的回归结果显示,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政府扶持规模对探索式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政府扶持规模平方项对探索式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政府扶持规模立方项对探索式技

术创新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政府扶持规模与探索式技术创新之间在非国有企业中存在 S
形关系,假设1得到支持。在国有企业样本中,政府扶持规模对探索式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而其平方项和立方项对探索式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在国有企业中,政府扶持并不会出现

“过犹不及”效应以及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波浪螺旋”效应。

表3　 政府扶持规模对国有和非国有企业探索式技术创新的负二项面板回归结果

样本类型 国有企业样本 非国有企业样本

变量名称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企业年龄
- 0. 011 - 0. 025∗∗ 0. 004 - 0. 000
(0. 008) (0. 009) (0. 008) (0. 009)

企业规模( log)
0. 080∗∗ 0. 085∗ 0. 119∗∗∗ 0. 099∗∗

(0. 030) (0. 035) (0. 032) (0. 037)

集团企业(虚拟变量)
- 0. 221∗∗ - 0. 141 - 0. 028 - 0. 069
(0. 078) (0. 085) (0. 082) (0. 091)

先前绩效
- 0. 002 - 0. 007 0. 006 0. 004
(0. 005) (0. 005) (0. 005) (0. 005)

财务杠杆率
- 0. 097 - 0. 312 0. 210 0. 300
(0. 163) (0. 194) (0. 136) (0. 161)

员工薪酬
0. 266∗∗∗ 0. 216∗ 0. 222∗ 0. 212
(0. 058) (0. 088) (0. 093) (0. 123)

股权集中度
- 0. 210 - 0. 097 0. 216 0. 628
(0. 250) (0. 298) (0. 285) (0.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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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

样本类型 国有企业样本 非国有企业样本

变量名称 模型1 模型 模型3 模型4

总经理两职合一(虚拟变量)
0. 185∗∗ 0. 226∗∗ 0. 112∗ 0. 095
(0. 060) (0. 070) (0. 054) (0. 061)

总经理年龄
0. 006 0. 005 - 0. 001 0. 001

(0. 004) (0. 004) (0. 004) (0. 004)

董事会独立性
0. 327 0. 261 0. 623 1. 736∗∗∗

(0. 420) (0. 506) (0. 410) (0. 505)

高管团队规模( log)
- 0. 000 - 0. 113 0. 040 0. 000
(0. 072) (0. 085) (0. 072) (0. 082)

政府扶持规模
0. 001∗ 0. 003∗∗∗

(0. 000) (0. 001)

政府扶持规模平方项
- 0. 013 - 0. 042∗∗∗

(0. 008) (0. 012)

政府扶持规模立方项
0. 000 0. 001∗∗

(0. 000) (0. 000)

常数项
- 234. 198∗∗∗ - 293. 174∗∗∗ - 176. 503∗∗∗ - 184. 843∗∗∗

(21. 670) (28. 651) (20. 617) (27. 554)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域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78 378 621 621

　 　 注:∗∗∗、∗∗、∗分别表示1% 、5% 、10%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差,下同。

表4显示,在集团企业样本中,政府扶持规模对探索式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扶持规

模平方项对探索式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政府扶持规模立方项对探索式技术创新具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在集团企业中,政府扶持规模与探索式技术创新之间存在 S 形关系,假设2得到

支持。在非集团企业样本中,政府扶持规模对探索式技术创新虽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其平方项

和立方项对探索式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在非集团企业中,政府扶持并不会出现“过犹不

及”及“波浪螺旋”效应。

表4　 政府扶持规模对集团与非集团企业探索式技术创新的负二项面板回归结果

样本类型 集团企业样本 非集团企业样本

变量名称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企业年龄
- 0. 002 - 0. 011 - 0. 015 - 0. 015
(0. 007) (0. 008) (0. 010) (0. 011)

企业规模( log)
0. 094∗∗∗ 0. 072∗ 0. 090∗ 0. 073
(0. 028) (0. 032) (0. 035) (0. 040)

国有企业(虚拟变量)
- 0. 046 - 0. 003 0. 023 0. 020
(0. 057) (0. 065) (0. 079) (0. 091)

先前绩效
0. 005 0. 005 - 0. 002 - 0. 005

(0. 004) (0. 005) (0. 005) (0. 006)

财务杠杆率
- 0. 040 0. 070 0. 123 0. 118
(0. 131) (0. 158) (0. 171) (0.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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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样本类型 集团企业样本 非集团企业样本

变量名称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员工薪酬
0. 269∗∗∗ 0. 249∗∗ 0. 221 0. 139

(0. 054) (0. 078) (0. 120) (0. 155)

股权集中度
- 0. 342 - 0. 045 0. 743∗ 0. 729

(0. 230) (0. 265) (0. 318) (0. 412)

总经理两职合一(虚拟变量)
0. 189∗∗∗ 0. 228∗∗∗ 0. 058 0. 019

(0. 050) (0. 059) (0. 066) (0. 074)

总经理年龄
- 0. 000 - 0. 002 0. 003 0. 010

(0. 003) (0. 004) (0. 004) (0. 005)

董事会独立性
- 0. 053 0. 355 0. 922∗ 1. 573∗∗

(0. 368) (0. 456) (0. 467) (0. 564)

高管团队规模( log)
0. 065 0. 012 - 0. 134 - 0. 229∗

(0. 062) (0. 073) (0. 090) (0. 101)

政府扶持规模
0. 002∗∗∗ 0. 001∗∗

(0. 000) (0. 000)

政府扶持规模平方项
- 0. 029∗∗∗ - 0. 019

(0. 008) (0. 010)

政府扶持规模立方项
0. 001∗∗∗ 0. 001

(0. 000) (0. 000)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域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690 690 309 309

(三) 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做了以下分析:第一,尽管在基准模型中本文采取自变量滞

后因变量一期来缓解变量之间互为因果导致的内生性的影响,但是内生性问题还来自测量误差和遗

漏变量,这三方面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难以通过自变量滞后的方式来完全解决。基于以上考虑,本文采

用广义双重差分模型来进一步检验政府补助规模与探索式技术创新之间的内生性。传统的双重差分

模型(DID)适合于获得扶持与没有获得扶持的样本,而本文样本中,企业都或多或少获得了政府扶

持,因此传统 DID 在本研究中并不适用,广义 DID 则针对自变量是连续变量的情形,将连续变量与冲

击事件形成交互项。如果交互项显著,则说明内生性问题并不严重。本文选择2008年的4万亿经济刺激

计划作为冲击事件,这是因为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比如财政补

贴和税收优惠,来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并尝试减轻企业负担,提升企业活力。因此,本文将2008
年作为冲击事件的年份,将2008年以及之后的年份赋值为1,之前的年份赋值为0,形成一个事件冲击

的虚拟年份,然后再与政府扶持规模形成交互项。表5显示,post_2008与政府扶持规模及其平方项、立
方项形成的交互项对探索式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影响。综上,广义 DID 的回归结果佐证了政府扶持规

模与探索式技术创新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并不严重。第二,为了验证模型结果是否受到控制变量的影

响,本文删除控制变量,或者增加了其他控制变量后,模型结果基本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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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政府扶持规模对企业探索式技术创新的广义 DID 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模型1 模型2

政府扶持规模
0. 019∗∗∗ 0. 004
(0. 002) (0. 005)

Post_2008
1. 388 - 0. 371

(1. 148) (1. 145)

政府扶持规模 × post_2008
0. 076∗∗∗

(0. 008)

政府扶持规模平方项 × post_2008
- 0. 923∗∗∗

(0. 145)

政府扶持规模立方项 × post_2008
0. 026∗∗∗

(0. 006)

常数项
- 2,775. 133∗∗∗ - 2,327. 161∗∗∗

(386. 117) (382. 75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区域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999 999

五、 结论与启示

当前中国企业正在全球积极探索最先进的技术知识以力求实现重点和关键技术突破。在这个过

程中,企业往往面临着资金约束,政府扶持作为一种外部资金支持,对于企业技术创新起着不可忽视

的作用。然而,由于企业存在异质性,不同类型的企业在利用政府扶持从事技术创新时所采取的策略

可能也会有所不同。基于以上研究背景和认识,本文关注两类企业,即国有企业和集团企业,探讨在这

两类企业中政府扶持对企业探索式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的异质性。本文以中国沪市和深市的制造业

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采用负二项面板回归方法,对所提出的假设关系进行了实证验证,得到一些

创新观点,具体而言:
第一,本文进一步深化了政府扶持规模对于探索式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明确了政府扶持 S 形曲

线影响效应存在的所有制异质性。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发现了政府扶持规模对探索式技术创新存在

的积极作用,而且还发现了其蕴藏的消极作用,并且展示了这种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的三阶段共存与

转化机制,从而拓展与整合了之前文献中发现的只存在两阶段的观点 [19] 。也就是说,之前的文献只注

意到了政府扶持激励过程的第一、二阶段或者第二、三阶段,从而导致研究结论的冲突。而本文提出的

三阶段 S 形曲线关系,则对于政府扶持的作用机制的理解更加全面。
第二,尽管已有文献从生命周期和要素密集度等不同企业特征分析了政府扶持对企业技术创新

的异质性影响,但忽略了集团性质这个边界条件。本文发现在集团企业中,政府扶持对企业探索式技

术创新起到一个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复杂影响过程,而在非集团企业中则只存在单调递增的过程。
其中作用机制的差异,导致虽然政府扶持在集团和非集团企业中最终表现形式是类似的,但是其路径

和机制则是不同的,这也导致企业的管理策略也是有所差异的。本研究结论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某些

集团企业中出现政府扶持的作用效果不太明显甚至出现与预想相反的情况,这是因为政府扶持的作

用机制存在波折性和复杂性,可能一些企业在政府扶持的第二阶段就已经停止申请扶持,导致这个阶

段的政府扶持整体上呈现出消极的作用,而没有继续再坚持到第三阶段以发挥政府扶持的积极作用。
这样,本文的 S 形曲线的理论寓意在于,政府扶持积极作用的发挥需要关注其动态性和持续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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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持续的政府扶持才能最终发挥政府扶持的积极作用同时降低其消极作用。
同样,本文的研究对于实践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结合研究结论,本文建议政府在制定扶

持规模的政策时,应当对不同类型的企业进行区别对待,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扶持政策。针对非国有企

业和集团企业,政府应该坚持动态性和持续性的原则来进行扶持。具体到动态性原则,政府在扶持规

模的设定上,可以根据企业的探索式技术创新的推进和完成情况来动态调整,比如在技术创新初期和

后期对发明专利申请数目较多的企业给予更多的资金扶持,而在中期则可以尝试适当减少扶持金额,
以便降低政府扶持所带来的潜在的负面作用。从持续性原则来看,政府应该持续对非国有企业和集团

企业进行扶持,不应该看到中途出现一些负面作用就停止扶持,因为政府扶持的积极效果往往需要经

过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具体落实到企业层面,非国有企业和集团企业的管理者也应该设计合理的资

金管理规划,尤其是内部与外部资金管理的长期规划,设立专门的政府资金管理部门来动态监控与调

整政府扶持资金与企业自有资金之间的使用过程,出现负面效果时及时进行调整,从而尽可能发挥政

府扶持的积极作用而降低其消极作用,使得政府扶持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作用发挥到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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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Government Support on Firm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ZHAO Quanhou, ZHOU Xueteng

(Chinese Academy of Fiscal Sciences, Ministry of Financ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 100142, China)

Abstract: There have been disagreements in previous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support on technological inno-
vation. One reason is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strategies adopted by relevant enterprises after receiving government sup-
port, which in turn affects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leads to different subsequent innovation
benefits. On the basis of expanding the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support on explorator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proposing
the existence of an S-shaped impact curve,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heterogeneity of own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forms of gov-
ernment support incentive effect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for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group enterprises, the scale of
government support has an S-shaped effect on explorator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enterprises. Fo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non-group enterprises, the scale of government support has a positive linear impact on explorator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not only clarify the complex impact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support on technologi-
cal innovation, but also further clarify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of government support incentive effects,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ctivities.

Key words: government support scale; explorator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tate-owned enterpri-
ses; group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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